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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之一，探索传统村落集聚地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对促进

传统村落及其集聚地保护与发展有重要意义。以贵州省传统村落集聚地雷山县西江镇为研究区，基于 2000～2017 年

4 期遥感影像数据，采用土地利用强度指数、土地利用程度变化模型与地理探测器，研究典型传统村落集聚地的土

地利用时空动态演变特征与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 2000～2017 年高强度土地利用呈现倍增，由 2000 年

的 22.59%增加到 2017 年的 47.63%;空间上，土地利用强度变化呈现出“村寨中心指向性”和“道路指向性”的演

变模式；(2)旅游开发背景下山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土地利用发生了转型，由传统农业型向生活生产结合的多功能

旅游型村落转变；(3)传统村落集聚地土地利用变化是多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土地利用发展趋势变化主要受高程、

到公路距离、到公共服务地距离、到村中心距离等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因素共同约束；(4)西江镇传统村落对研究区

土地利用变化的决定力在逐渐增强，决定力由2000～2005 年的 0.0004 增加到 2010～2017 年的 0.0239,在各驱动因

子决定力排序中由第 8位上升至第 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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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以来，中国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大量自然村急速消失[1],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提出“要让居

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2]。传统村落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

值[3],是应予以保护的村落。就传统村落目前主要研究内容而言，胡最等[4,5]主要探究了传统村落的景观基因及人文感知，提出聚

落景观基因组图谱的概念，并进行了构建实践，得出湖南省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主要类型为等级规制式、吸附排列式、向心

封闭式和纽带维系式，并将景观基因图谱进一步结合空间句法等方法对传统聚落进行充分挖掘，与此同时，刘沛林等[6]、杨立国

等[7,8]在这方面也有较多研究；刘大均等[9]主要探索了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特征，发现全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

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冷点区由南向北的梯度分布格局，各省份具有不均衡态势，呈现出黔东南-湘西、皖南-浙西-闽西

北、晋-冀-豫和滇西北等核密度高值区
[10]
;吴必虎

[11]
、刘天瞾等

[12]
主要探索了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提出要活化

传统村落的旅游，构建新的经济生产关系，对村镇的开发要注重其整体性保护、原真性保护和地方文化基因保护；翟洲燕等[13]探

索了传统村落城乡一体化与乡村重构等问题，城乡一体化中，传统村落被动适应城镇化推进，出现“类城市化”发展，现代化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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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地方性，导致村落衰败、异化甚至消亡，亟需转向新人本主义的区域同步发展观，实现城镇化发展与村落保护的良性互动，在

传统村落空间重构过程中，自组织与他组织介入是切入点，功能转型的现实诉求是动力源，三生空间的规划与设计是核心目标
[14]
。综合来看，已有研究多关注传统村落本身，而对于传统村落集聚地区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土地作为人类活动的载体，为人类提供产品和服务，关系着人类的生存、生活、生产和发展，影响人类的社会、经济、政治

等各个领域[15]。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引起了土地利用结构和功能的转变，进而导致了土地利用/覆被在空间上分布格局上的变化
[16,17],土地利用变化包含了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和土地利用强度变化[18],且土地利用强度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人类对于土地的干扰

程度[19],对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可促进土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在城镇化发展与经济转型背景下，传统村落的优秀传统文化遗

产具有传承必要性，但同时快速城市化客观上又给其传承带来了冲击，是土地矛盾突出，问题最为尖锐的特殊地区之一，因此，

对传统村落集聚地的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定量研究，有利于当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与文化保护。 

贵州省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传统村落数量众多、形式多样、文化多彩，2012 年 4 月至今，国家住房和城乡建筑部

已公布了五批共 6819 个中国传统村落，其中贵州省共有 724个[20],占全国传统村落的 10.62%,是传统村落集聚的典型区域。研究

贵州典型传统村落集聚地土地利用演变时空特征，分析影响其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可为传统村落集聚地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科学参考。本文以贵州省典型传统村落集聚地西江镇为研究区，定量分析其土地利用强度及发展趋势，探索其土地利用变化特

征及主要驱动因素，对于传统村落集聚地区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促进传统村落保护与可持续开发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西江镇(108°4′48″E～108°14′42″E,26°23′38″N～26°33′36″N)位于贵州省雷山县东北部(图 1a、b),面积

17898.14hm
2
,紧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雷公山，森林资源丰富，林灌地覆盖率达 70%以上。西江镇具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

全镇总人口 20000余人，其镇人民政府所在地苗族居民占 99.5%,故称“西江千户苗寨”,是目前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

村寨，约有2000余年历史[21]。其辖内 21个行政村自 2012 年以来已有控拜村、掌乌村、黄里村、中寨村、开觉村、龙塘村、麻

料村、乌尧村、北建村、大龙苗寨、乌高村、小龙村等12个行政村分别入选第二批、第三批及第五批名录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图

1c),且在 2016年，西江镇也入选了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是典型的传统村落集聚地。 

 

图 1研究区区位图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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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据来源 

(1)土地利用数据。 

采用西江镇 2000、2005年的 TM影像，2010 年 ALOS 影像、2017 年的高分一号遥感影像作为数据源，将高分一号数据的 PAN

数据与 MS数据进行数据融合处理，得到具有较高空间分辨率的多光谱数据，辅以部分地区 2005 年 SPOT影像、地形图、实地调

查等方式，实现多源影像数据源解译精度的统一。在 ArcGIS10.3 平台利用 1∶5万地形图对影像进行配准、几何纠正，采用人机

交互解译方法，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标准，结合实际情况，将研究区土地利用分为草地、园地、灌木林

地、有林地、建设用地、公路、水田、旱地和水域 9种类型，得到西江镇四个时期的土地利用类型矢量数据，经二次野外核查验

证修改后，准确率大于 90%。 

(2)自然与社会经济要素数据。 

利用 1∶5 万数字化地形图(DLG)数据，在 ArcGIS10.3 空间分析模块下制作水平分辨率为 30m、高程分辨率为 1m 的 DEM 数

据，在此基础上提取高程与坡度数据；河流数据采用 2017 年高分一号遥感影像进行提取。公路采用 4个时期遥感影像进行提取，

村委会、镇政府、公共服务设施(医院、学校)等采用第一次全国地理国情普查的地理国情要素数据。 

2.2 研究方法 

为准确定量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空间规律，参考文献[22,23,24],并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将西江镇划分为

100m×100m 共 18343 个网格，叠加四期土地利用矢量数据，运用土地利用强度指数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演变总体特征，采用土

地利用程度变化模型探索研究区在村域空间尺度的土地利用发展趋势，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传统村落集聚地土地利用时空演变

的驱动因素。其中： 

2.2.1 土地利用强度 

土地利用强度用于揭示区域土地利用规模和未来发展方向，刘纪远先生等根据土地利用类型的自然状态被人为干扰程度提

出了土地利用程度的综合分析方法[25],计算公式[26,27]: 

 

式中：I代表研究区土地利用强度；Ai代表第 i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强度等级值(表 1);Ci代表第 i种土地利用类型占总土地利

用面积的比例(%);n 代表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本研究中 n的最大值为 9。土地利用强度指数 I的数值越大，表明研究区土地利

用的发展方向倾向于建设用地类型。结合本文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为了更好地在空间上反映传统村落集聚地的土地利用强度

时空演变情况，将得到研究区土地利用强度结果进行重分类，划分为 4个等级：低利用强度(0,100]、较低利用强度(100,200]、

较高利用强度(200,300]、高利用强度(300,400]。 

2.2.2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模型 

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量和变化率可定量地揭示土地利用的综合水平和变化趋势，用其定量表达研究区土地利用的综合水平和

变化趋势，计算公式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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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i为第 i级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表 1);Cia和Cib分别为 a、b两个研究时点第 i级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百分比；n代表

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本研究中 n=9,如ΔIb-a>0,或 R>0,则该区域土地利用处于发展时期，否则处于调整期或衰退期。根据研究

区实地情况，本文中发展期指研究区土地综合利用水平较高，在当期且未来人为干扰程度大的区域，调整期指研究区土地现阶段

综合利用水平较低，人为干扰程度低，处于待开发状态的区域。 

表 1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 

土地利用类型 草地、水域 灌木林地、有林地 水田、旱地、园地 道路、建设用地 

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指数 1 2 3 4 

 

2.2.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力的一种统计学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如果某个自变量对某个因变量有

重要影响，那么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空间分布应该具有相似性，基于空间分异理论，获得因子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相关性[29,30,31,32]。

运用地理探测器引入传统村落集聚地土地利用变化的决定力 q,探测分析各因子对集聚地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度，q 的计算公式

为： 

 

式中：σi2表示 y离散方差；i表示变量 x的数量；ni表示样本数；n表示研究区的总样本数；σ
2
为区域内总方差。 

对于因子选取，由于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对土地利用程度变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综合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
[33,34,35]

,

针对研究区的特征，考虑土地利用变化是外部与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及传统村落对当地影响，因此从区域-点-轴 3 方面探索影

响传统村落集聚地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驱动因子，具体影响因子如下(表 2)。 

表 2传统村落集聚地土地利用变化主导驱动因子 

区域要素(自然条件) 点(经济政策区位) 轴(地理区位) 

高程 到镇政府距离 到公路距离 

坡度 到村委会距离 到河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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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共服务地距离  

 是否传统村落  

 

3 结果分析 

3.1 土地利用变化的类型特征 

4个时期研究区旱地分布面积分别为 1264.83、1019.31、660.01、549.72hm2,总比例从2000年的 7.07%持续减少到 2017 年

的 3.07%;相应地，水田的面积比例从 2000 年的 3.43%提高到 2017 年的 8.06%,这两种土地类型的增减反映了传统村落集聚地传

统农业生产功能质量明显提升，农田水利设施进一步完善。其次，草地规模在 4 个时期分别为 2666.65、2716.20、2598.94、

963.56hm2,相应地，其总比例从 2000 年的 14.90%减少到 2017 年的 5.38%;灌木林地显著增加，4 个时期面积分别为 3068.99、

3067.12、2968.02、5106.61hm2,总比例从 17.15%增长到 28.53%,有林地成为研究区 4个时期的基质景观类型，总比例维持在50%

以上。草地显著减少，而有林地和灌木林地到 2017年总比例合计达到近 80%,说明传统村落集聚地的景观生态功能与服务价值明

显提升。此外，研究区四个时期建设用地规模分别为 122.80、122.91、134.88、287.85hm2,比例从 0.69%增长到 1.61%;道路用地

也经历了同样的增长过程，占研究区总面积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0.34%提高到 2017 年的 0.74%,这两类土地的持续增长反映了传

统村落集聚地非农活动的快速增长和土地利用效率明显提高。 

总之，2000～2017 年，研究区旱地减少而水田增加，草地显著减少而灌木林地增加，建设用地与道路持续增加，园地、水

域和有林地总体保持稳定，主要是随着旅游的发展传统村落集聚的西江镇逐步由一个传统闭塞的少数民族小镇，变成了城镇化

明显的旅游小镇，传统农耕活动明显减少，旅游发展驱动下的梯土变梯田、草地变林地、生产生活设施与道路用地明显增加，使

研究区的生态、生活、生产空间用地特征正朝着生态化、景观化、高效化转变(表 4)。 

表 4 2000～2017 年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hm2) 

2000 年土地利用类型 

2017 年土地利用类型 

草地 道路 灌木 旱地 建设用地 水田 水域 有林地 园地 草地 

草地 202.32 12.09 920.12 143.23 48.04 215.64 1.24 1073.82 50.16 202.32 

道路 0.63 58.16 0.39 0.01 0.85 0.03 - 0.3 0.01 0.63 

灌木 196.46 13.87 1235.46 54.3 27.12 106.28 1.42 1380.42 53.67 196.46 

旱地 163.19 10.17 425.58 119.98 64.51 148.22 0.31 290.84 42.04 163.19 

建设用地 8.02 1.73 17.28 8.33 60.16 5.62 0.11 19.44 2.12 8.02 

水田 15.21 1.15 25.88 25.11 12.2 516.28 0.07 13.3 4.16 15.21 

水域 4.16 0.86 5.53 0.54 0.15 3.47 46.22 10.14 0.15 4.16 

有林地 360.18 31.65 2382.61 176.25 73.61 434.49 2.25 6148.83 116.61 360.18 

园地 13.41 2.1 93.77 21.98 1.2 12.4 1.46 112.41 44.72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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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区土地利用强度动态变化 

总体来看(表 5),研究区 4个时期的土地利用强度呈增加的趋势，平均强度由 194 增加到 207,土地利用强度由较低强度利用

转变为较高强度利用。具体表现为低土地利用强度所占比例逐渐减少，(0,100]的由 2000 年的 7.23%逐渐减少到 2017 年的

2.54%,(100,200]的由 2000 年的 70.18%减少到 2017 年的 49.84%。相应地，高土地利用强度所占比例逐渐增加，土地利用强度

为(200,300]的由 2000 年的 21.22%增加到 2017 年的 45.88%,土地利用强度为(300,400]的由 2000 年的 1.37%增加到 2017 年的

1.75%。 

分阶段来看，研究期初主要以较低强度土地利用为主，直到 2010 年，研究区出现明显的土地利用强度变化，土地利用强度

为(200,300]的部分呈倍数增加，这是由于 2008 年第三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召开以来，当地开始进行规模化的基础设施建

设[36],建设用地增加，用地规模增大，研究区土地利用强度明显加大；2017 年，土地利用强度为(200,300]和(300,400]的比例进

一步增加到 47.63%,与 2010 年相比增加了14.83%,研究区进入高强度土地利用状态。 

表 5 2000～2017 年西江镇土地利用强度变化(%) 

强度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2017 年 

平均强度 194 193 196 207 

(0,100] 7.23 7.12 5.19 2.54 

(100,200] 70.18 71.68 62.01 49.84 

(200,300] 21.22 19.72 31.17 45.88 

(300,400] 1.37 1.48 1.63 1.75 

总计 100 100 100 100 

 

空间上(图 2),在 2000～2017 年，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强度被明显地划分成两个区域，高土地利用强度区域从西部向东部逐渐

扩展，表现为“村寨中心指向性”和“道路指向性”发展。2000～2005 年土地利用强度变化不大，并且有明显的低土地利用强

度区域，高强度区域主要集中在研究区西部西江镇镇政府所处的西江村，带动邻近村开觉、营上等村落的发展，使西江村及周边

行政村中心区域有较高的土地利用强度，2005～2010 年，土地利用强度有较明显的增强，较高土地利用强度开始由行政中心区

域向村周围扩展，呈现“村寨中心指向性”模式，2010～2017 年，高土地利用强度的土地向西江镇的东部进一步蔓延，开发强

度大于 300 的区域除了一直保持高土地利用强度的西江村、营上村和开觉村以外，在 2015 年贵州省县县通高速政策下[37],交通

条件的极大改善，带动交通线四周的土地发生转型，高速公路周围出现高土地利用强度区域，呈现“交通指向性”模式。 

3.3 村域尺度的土地利用发展趋势 

由图 3 可知，研究区整体发展趋势为各村发展期土地比例逐年增加，相应地调整期土地比例减少。2000～2005 年，研究区

土地利用整体发展水平低，发展期土地平均所占比例仅为 2.27%,各村发展期土地比例均在 10%以下，比例最大的白碧村为9.54%,

各村均处在以传统农业生产生活为主的时期；2005～2010 年，研究区整体发展期水平显著提升，发展期土地平均所占比例上升

至 34.22%,发展期土地相比上一时期增加 15 倍，同时各村发展期土地比例均在增加，其中超过 50%的村落达到 3 个，表明西江

镇在旅游发展背景的推动下，建筑用地增加，当地发展模式也由人为因素干扰较小的传统农业型开始转向旅游发展型；2010～

2017 年，研究区发展期土地整体保持上升趋势，平均所占比例达 46.90%,从村域尺度看，发展期土地所占比例超过 50%的有 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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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传统村落有 6 个，表明了传统村落是西江镇旅游开发的重点环节之一，传统村落的开发价值反过来也促进当地的土地利用

变化，此时，研究区进一步转向相对成熟的旅游发展型。 

3.4 土地利用时空动态变化的驱动因素 

利用欧氏距离分别获取集聚地土地利用程度变化模型的栅格到河流、公路、镇政府、村委会、公共服务地的最近距离，利用

DEM 数据提取高程和坡度，然后采用自然断点法将各要素分为5类，政策因素按照传统村落与非传统村落的行政范围分别赋值为

1与 0,2000～2010 年主要公路变化不大，因此采用相同公路进行距离提取，2017年主要公路产生较大变化，则单独计算，各要

素值域的空间分布如图 4所示。 

 

图 2 2000～2017 年西江镇土地利用强度空间分布图 

注：1乌高村、2 麻料村、3 控拜村、4堡子村、5掌乌村、6开觉村、7干荣村、8 西江村、9 营上村、10连城村、11 白碧

村、12猫鼻岭村、13北建村、14龙塘村、15羊吾村、16中寨村、17黄里村、18大龙村、19小龙村、20乌尧村、21脚尧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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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2017 年各村落发展趋势 

注：加粗村名为传统村落. 

如表 6所示，探测结果如下，且各因子对应 P值均小于 0.05,q 值具有显著性。2000～2005 年，影响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

主要驱动因子为：到公路距离(0.0130)、高程(0.0062)、到公共服务地距离(0.0059)、到镇政府距离(0.0044)。该时段西江镇土

地利用变化程度不高，进入发展期的土地利用量少，因此各驱动因子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决定力均不高，此时到道路的距离

为主导驱动因子，该时段西江镇属于地理区位约束型。 

2005～2010年，促进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为：高程(0.1653)、到公共服务地距离(0.1544)、到村委距离(0.1386)、

到公路距离(0.0976)。该时段西江镇着手初步开展旅游活动，西江镇土地利用逐步进入发展期，各驱动因子的决定力也相应增

强，相较于 2000～2005年期间镇政府的宏观调控而言，2005～2010年各村委的微观调控力增强，镇政府的宏观调控减弱，且此

时的西江镇也转入自然与经济区位等多因素共同约束型。 

2010～2017年，加快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为：到公路距离(0.1215)、到公共服务地距离(0.1200)、高程(0.1123)、

到村委距离(0.1108)、是否传统村落(0.0239)。2012年开始，随着西江镇辖内 12个村逐步列入传统村落名录，其传统村落对于

西江镇土地利用变化的决定力也增大，成为主导驱动力之一，2015 年 12 月，贵州省实现“县县通高速”目标，凯雷高速的开通

使州府凯里到西江的空间距离缩短，将西江镇直接推到了大众面前，西江的旅游业得到跨越性发展，到公路距离的决定力也进一

步增强，并成为首位主导驱动力。 

整体来看，西江镇土地利用变化是多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各驱动因子决定力的增强使西江镇土地利用进入发展期，土地利

用发展趋势变化主要受高程、到公路距离、到公共服务地距离、到村委距离的影响，而坡度与到河流距离等因子对研究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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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显，到公共服务地距离与到村委距离，表示土地利用变化区域的经济政策区位，反应其受公共服务与村政策辐射的难易程

度，距离越近，辐射程度越高，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决定力也就越强，到公路的距离，表示了土地利用变化区域的交通地理区位，

距离道路越近，土地利用发展也就越快，土地利用强度也就越大。2000～2017 年，西江镇由主要受到道路距离影响的地理区位

约束型发展成受高程、公共服务地、村委所在地、公路等自然环境、经济政策区位与交通地理区位共同约束型小镇，同时随着传

统村落的被关注与其蕴含的丰富的旅游资源被开发，传统村落对于当地土地利用变化的决定力也在增长。 

 

图 4各驱动因素值域空间分布 

表 6 2000～2017 年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决定力 

驱动因子 

2000～2005年 2005～2010年 2010～2017年 

q 值 Pvalue q 值 Pvalue q 值 Pvalue 

高程 0.0062*** 0.0000 0.1653*** 0.0000 0.1123*** 0.0000 

坡度 0.0008*** 0.0056 0.0204*** 0.0000 0.0062*** 0.0000 

到镇政府距离 0.0044*** 0.0000 0.0380*** 0.0000 0.0135*** 0.0000 

到村委会距离 0.0040
***
 0.0000 0.1386

***
 0.0000 0,1108

***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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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共服务地距离 0.0059*** 0.0000 0.1544*** 0.0000 0.1200*** 0.0000 

是否传统村落 0.0004*** 0.0111 0.0027*** 0.0000 0.0239*** 0.0000 

到公路距离 0.0130*** 0.0000 0.0628*** 0.0000 0,1215*** 0.0000 

到河流距离 0.0012*** 0.0000 0.0316*** 0.0000 0,0098*** 0.0000 

 

注：***表示 P<0.05. 

4 结论与讨论 

西江镇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拥有丰富的传统村落资源，探索其土地利用变化的过程与影响因素具有必要性，本文对传

统村落集聚地西江镇土地利用时空演变过程和驱动因素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传统村落集聚地西江镇的土地利用变化总体特征为，在时间上，高强度土地利用逐年增加，2000～2017 年呈现倍增，由

2000 年的 22.59%增加到 2017 年的 47.63%,在空间上，土地利用高强度区域由西向东扩展，呈现出“村寨中心指向性”和“道路

指向性”的演变模式，在旅游开发背景下山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土地利用发生了转型，由传统农业型向生活生产结合的多功能

旅游型村落转变。 

(2)西江镇土地利用变化是多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土地利用发展趋势变化主要受高程、到道路距离、到公共服务地距离、

到村委距离等自然环境、经济政策区位与交通地理区位共同约束。 

(3)西江镇传统村落对研究区土地利用演变的决定力在逐渐增强，决定力由 2000～2005 年的 0.0004 增加到 2010～2017 年

的 0.0239,在各驱动因子决定力排序中由第 8位上升至第 5位。 

在乡村振兴战略与研究区旅游开发的引导下，基于传统村落的本身的文化特有性，其对集聚地土地利用演变的决定力将会

持续增强，镇发展使传统村落得到重视，同时传统村落的发展也进一步带动镇发展，村镇联动实现共生共建，有利于进一步实现

传统村落集聚地的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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